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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问题

涉外法治的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

何　志　鹏＊

摘　要：我国的涉外法治建设，既致力于提高国家的法治水平、推进各方面各领域涉外工作

的法治化、改进涉外工作的法治方式，以求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

的海外利益，提升国家的法治形象；也展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感，意味着我国积极

规划改善国际法治的状况和水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此，形成了我国涉外法治的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这两种范式之间既具有相互冲突的表现，也

具有相互促动的表现。国家必须首先确保本身的独立自主与完善发展，才能为实现全球良好秩

序的愿景而贡献力量。我国传统的义利观有利于有效引导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彼此促动、互相

制约。以国家范式为全球范式的必要前提条件，能妥善配置资源，形成涉外法治的充实、严谨、可

靠的工作表与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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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随着我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持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我国提出加强涉外法治工

作。① 对于涉外法治的基本内涵，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涉外法治涉及的工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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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工作方法上，强调
“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

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

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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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式看，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所涉及的主体和视角并不完全一致。① 涉外法治以国家的外交、

外事工作为核心与起点，而国际法治则全景式地观察与描述国际关系的立规、遵规进程与状

态。② 尽管有学者认为国际法治就是国家法治的拓展，③但这主要是从全景的角度观察的，而非

从一个国家的涉外法治角度判断。以主体与事项为界分标准，二者不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而是交叉关系。

涉外法治包含国家所有参与国际法治的行动，但并非本国的所有涉外法治领域均属于国际

法治。例如，政府要求提升本国国民的海外活动合规性、积极推进海外法律服务、推动涉外民商

事仲裁与审判的涉外法治事务不属于国际法治。具体而言，那些没有上升到国际关系层次的涉

外事务，就只能引发涉外法的规则确立和规则运行即塑造涉外法治，而不会形成国际法规范并推

动国际法的运行，无法构建起国际法治。例如，我国法的域外适用，以及外国法在我国境内适用

的规制和调控，并不总是属于国际法治所关注的领域。

同样，也并非所有的国际法治均属于本国的涉外事务法治进程。与本国无关的国际关系规

范化以及国际法改进完善就不是这一国家涉外事务法治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工作方

向和内容而言，西非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安第斯条约组织这些机构与制度安排，尽管都是国际

法治的内容，但是除非直接涉及我国的国际行动与国家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属于我国涉外

法治的一部分。同理，完全外在于某一国家的国际法治行动，如拉美国家之间的国际立法对于欧

洲国家、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执法对于非洲国家、非洲国家之间的国际司法对于亚洲国家，就不

能归属于其涉外事务法治。

在既有的涉外法治工作布置基础上，我国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

设”的工作要求。④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与法治中国建设进程的一部分，涉外法治既蕴含

着中国之治的作业模式、行动特色和目标设定，⑤也体现着中国之治的思想理念、价值体系与话

语结构。⑥ 涉外法治是一个与以往的纯学术概念存在差异的具有政策引导意义的理念，⑦同时也

是一个与某些国外引入的概念⑧有着显著差别、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策主张。⑨ 这就要求理论

界对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工作目标、价值指向予以深入探索，构建起涉外法治领域的相关概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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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并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保障。”黄惠康：《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学习时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在本文中，“涉外法治”一词指我国涉外工作的法治化体系和进程；当泛指一个国家在涉外工作中进行的法

治努力时，采用“涉外事务法治”的提法。

Ｓｅｅ　Ｔｏｍ　Ｂｉｎｇｈａｍ，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０，ｐ．１１１．
参见《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参见马怀德：《迈向“规划”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参见何志鹏：《涉外法治：开放发展的规范导向》，《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以往我国学术界研究过诸多涉外（经济）法和涉外法律（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主题。参见佟小鄂：《试论

涉外经济法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法学评论》１９８５年第５期；李强、崔相龙：《论双语课程建设与涉外法律人才的培

养》，《法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但是，单独针对涉外法治进行研究是在国家层面确立这个概念、强调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之后才开始的。

例如，我国学者关注过保护的责任、先发制人的自卫、自足的国际法体系等由国外传入的理论主张。

与法治中国的其他方向一样，涉外法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体现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概

念。参见张龑：《涉外法治的概念与体系》，《中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断、分析、评价体系，为中国之治提供充实、坚实的理论阐发和深刻、深厚的学术支持。就涉外法

治欲求实现的社会蓝图而言，它既包含着维护和巩固民族国家利益的部分，①也包含着超越民族

国家利益而追求全球合作以及维护共同安全、促进共同发展、提升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部分。②

基于此种现实，可提出以下判断：在关于涉外法治行为动力、行为方式、行动内容、行动目标

的讨论中，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范式：③一个范式可以被称为“国家范式”，另一个范式则可以

被称为“全球范式”。前者亦可被称为国家本位范式，是指涉外工作的法治模式在场所、内容和目

标上注重国家领土、本国人民和利益，国家的政府及相关部门、法律服务机构、法律研究与学术机

构均积极行动，以国家政府行为为主要手段，以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落脚点，以直接

作用于本国人民的措施和服务于本国人民为工作抓手。后者亦可被称为国际主义范式、超国家

范式、世界主义范式、世界公民范式，是指国家的涉外法治面向国际社会，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

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协调合作，共同朝向完善国际法治秩序、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与水平目标的工作

思路与工作方式。

正像一个国家的单边行为也可以体现多边主义理念一样，涉外法治的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

并不完全对应于涉外法治的国内法方向与国际法方向。虽然涉外法治的国内法方向大多体现国

家范式，参与国际法律进程则大多倾向于全球范式，但也不能排除一些面向国内的立法、执法或

者司法行为体现出全球范式，而一些参与国际协商谈判的理念和行动也充满着国家范式的因素。

前者典型的例子是我国建立的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港，尽管其是国内法体系的一部分，却放眼

全球、融通各大洲。后者的例子是，当１９５０年我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与西方国家进行

辩论之时，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存续。而今，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一些辩论

中，我国代表虽然经常力图体现出公允的态度，积极拉近和平衡各方立场，但不排除很多国家的

主张都仅仅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这是各国涉外法律行动中国家范式的表现。

两种范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都有着自身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同样，如果转换了时空背

景，一些论断就可能显得幼稚甚至荒谬。这也就意味着，建设和完善全球治理并非必须在这两种

范式之间评出优劣。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学者仅认可一种范式，并否定另一种范式，这种绝对

态度对理论界和实践界可能造成误导并形成负面后果。因而，妥当平衡这两种范式，不仅有利于

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涉外法治，而且有利于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更加主动、自觉

地处理这两个范式之间的关系，取得更好的工作效果。对于这两种既有密切联系，同时在实践中

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的范式而言，如何真正有效地理顺与融合两种范式所代表的工作动力、工

作模式、目标追求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的国家在规划、设计、推进、运行涉外法治过程中必须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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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惠康：《准确把握“涉外法治”概念内涵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参见韩永红：《中国对外关系法论纲———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视角》，《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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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ｐ．１９．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无政府有３种文化：霍布斯

文化，强调国家之间的敌意和斗争；洛克文化，强调国家之间的均势和竞争；康德文化，强调国家之间的友好与互助。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２４６－３１２．从国

际法的角度看，前两种文化均属于对立状态，故而可以归并。



思考并给出答案的重要问题。

二、涉外法治工作方式中的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

在涉外法治的工作方式上，我国强调“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
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同时要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
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国家在采取对外法律行动、参与国际法律事务时，国家范式和全球范式是相伴而生、交互出现的。
（一）贡献全球治理以本国的生存发展为基本前提
国家范式的基本理念是：国际法的规则制度以国家为中心，国际法的体系和发展是为国家服

务的，国际法体现着参与国的利益追求，同样也有利于国家的主张。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看，１７
世纪初荷兰学者格劳秀斯对国际法上海洋自由基本原则的论证即属于历史上最早为国家做出国

际法辩护的例证。② 这种思想方式因在现实中对国际法的影响至为深远，故国际关系的国家范
式亦被西方国家学者称为格劳秀斯范式。③ 从我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我国涉外法治的国家
范式则更适合被称为“兴国范式”。④

与此相对，全球范式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将人类生活的地球比喻为一个村落；各国和各国
国民之间都相互依赖，具有诸多共同性。更主要的是，人类面临着同样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
社会问题。因生活的环境相似、面临的问题相同、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较为接近、相互之间可以
沟通，故世界应当着眼于整体的和平安全而为全人类谋福利。国际关系学者鉴于德国学者康德
在１８世纪下半叶通过《永久和平论》等哲学著作对此阐述得较为充分，⑤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
法思想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⑥将此种全球范式称为康德范式。⑦ 根据我国传统文化，此种范式
宜称为“天下范式”。⑧

这两种范式各有其看待问题的视角：国家范式以国家为视角，显示出国家的现实主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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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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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Ｋｉｎｇｓｂｕｒｙ，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ｄｓ．），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６５－９３；李少军：《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兴国”二字可见于《三国志·魏书·辛毗杨阜高堂隆传》以及《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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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家努力为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断争取自身的发展机遇；①全球范式则以国际社会为

视角，提倡一种理想主义，即期待人类能够放弃以往的嫌隙，期待在整体资源稀缺、人死不能复生

的外在约束条件下，各国能够携手并进、妥善合作。二者各有其合理之处，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故而世界格局的演进无法背离国家范式，也不能摆脱全球范式。在国家范式之下，国家高度关注

本国的安全和利益，这可避免本国利益被淹没。每一个国家必须首先保证自身的核心利益，即使

是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为了世界达致更美好的未来，也必须首先维护好本国的基本生存与安

全。因此，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与行动并不存在价值上的缺陷和误导。然而，如果一个国家

仅仅注重本国的利益而罔顾其他国家的合法正当利益，或者为了实现本国的利益而侵害他国的

利益，那么就是错误地界定了本国利益的范畴，超过了一个国家应当合法、合理维护本国利益的

适当准则。片面强调国家范式，一国的立场和行动可能破坏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存，给其他国家

和人民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伤害。例如，一个国家只强调让本国“更伟大”，或者按照自身的好恶

将其他国家界定为“邪恶轴心”“流氓国家”，动辄采用偏颇的“长臂管辖”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②

就是未能妥善界定本国的权利义务与行为方式界限的体现。在全球范式之下，每一个人都被视

为世界的公民。若片面强调全球范式、过分倡导全球利益，无视国家利益，忽视国家之间竞争的

现实，则是盲目乐观。

（二）涉外法治贡献全球治理的底层逻辑

从全球视角看，国际法治必然是各国涉外事务法治进程的整合。正如国际法不是一个自在

自为、内部循环的规范和机制体系，国际法治也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体系、国内法治的治理进程。

国际法治不仅与国内法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从规划的起点和规划的目标看，其与国家涉

外事务法治进程的起点和目标有着相当高的重合度。任何领域的国际法治进程，一定是存在某

个或某些国家法律制度的涉外关切，如此方能启动。否则，该领域就会在国际法体系和进程中处

于无人关注、无人倡议的状态，也就不可能存在相关事项国际法治的形成。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从事国际交流合作，促动国际秩序的建构。尤其是在我国成为一

个全球性大国的时代，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立法和法律监督行动，积极加入国际组织机构，设

置区域或全球治理的议题，提出全球和平、安全、发展、环保等方面的理念和建议，是我国涉外法

治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从民事刑事领域的司法合作到代议机关之间的交流，从首脑之间的相

互访问到全球政党的大型论坛，从面向世界发布人权、民主等方面的白皮书到邀请各国政要和媒

体人士到我国了解我国的经济社会法治建设情况，从为阿拉伯国家关系进行调停到提出巴以冲

突、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我国通过很多具体的工作展现了为全球秩序贡献智慧与力量的法治努

力。全球治理的进步决定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大型企业和国际政要的协同努力，而

国家的法治推进显然占据主要地位，不可或缺。因博弈而平衡，是国际社会秩序基于国家的自利

行动而逐渐完善的基本逻辑，正如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观察和分析的市场一样。③ 作为全球

治理的重要部分，国际法治以国家为起点。但这个起点定位于国家的涉外事务法治进程而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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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海平：《现实主义状态下国际法“规范功能”刍议》，《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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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法治。纯粹的国内法治关注国内行政、刑事、经济、民商等体系，在思想理念上对国际法治有启

示，但如果拘泥于“小国寡民”的法治理想，那么将永远不会呈现出国际法治。涉外事务法治进程

是国家开放发展之后推进法律触角向外延伸、同时防范外国法律触角伤到自身的努力。由此，国

际秩序的观念、制度并非先验或超验地存在，而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制度博弈而形成的。

涉外法治的积极推进必然起于国家，有效实施则必然终于国际协调。各国因争取自身生存

发展而促动的涉外事务法治进程是国际法治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建成的基本前提条件。国家及其

民众出于扩大本国影响的考虑，也会促动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法治。有学者期待国际法治

能够超验或先验地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认为在世界格局里能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公平合理、普

遍有效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法律秩序，这既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客观情况，

也不符合我们对于世界体系的认知。① 各个国家之间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追求自身的利益而

进行的磋商与博弈，是国际法治得以公平、有效呈现的基础性促动因素。在该阶段目标基本达成

之时，进入高阶段国际法治，其各项标准和行为要求需要通过各国基于全球本位的行动和积极参

与方能实现。当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时，试图让超越各个国家自身立场与利益的公

正规范、有效机制自动呈现于世界各国面前，显然是不现实的。国家法律的域外适用也必须以国

际协调作为有效的途径，否则就会导致法治的困顿；大国以其强大的力量推进本国法的域外适

用，最后导致法律霸权主义；小国即使有在域外适用本国法律的愿望，也必然受限于国力而难于

实现。只有国家之间彼此宽容、相互礼让，确定规范实施的平衡点，以公正的理念推进规范的同

化，才能真正有效维护本国的正当利益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避免国际社会再度陷入弱肉强食

的悲剧之中。正义、共赢、均衡、宽容的国际法治并非天然存在的，需要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积极

主动地设计和实施。国际法治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也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本着自利动机来提供。

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全球主义理念有助于推进各国有效合作、寻求协同发展，升华国家观

念、改进国家行为，为国际法治向高层次进阶提供续航动力。

对于我国而言，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是使国际法的确立和运行回归生成格局核心动力

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国际立法民主化、国际执法严格化、国际司法公正化、促动国际法治良

性发展的建设性举措。② 将涉外法治作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起点条件是对外开放已经

达到相当的规模，③目标则是有效保护对外开放的局面，使得对外开放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地发

展，为我国国家、企业、公民创造良好的对外交往环境作出贡献；同时为世界各国充分利用自身的

要素禀赋、提升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的质量提供制度保障。

（三）涉外法治实现进程中的范式协调

对于包括涉外法治在内的一系列工作布置而言，如何在国家的国内服务工作方面和国际贡

献工作方面之间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平衡，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实践课题。国家在既定

领土范围内塑造了配置资源、处理事务、协调民众最重要的机制，同时也构成国际社会的首要成

员。国家既有义务在本国境内保障人民的安全、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使得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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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良好平稳健康的社会局面；也有义务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协商等活动为塑造良好的全球

秩序提供助力。国家治理、政府运行都需要考虑维护国内秩序和贡献国际秩序两个方面的目标，

对于积极建设和推进涉外法治的我国而言，也是如此。在具体规划设计和安排实施的进程中，如

何能够有效实现这两个目标，取决于对这两个目标的正确认知和分析。这需要我们更加透彻地

思考国家利益与全球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设定国家治理的价值排序，形成我国涉外法治工作目

标妥当的定位机制。

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提出诸多的范式协调方案，但是在实际上仍然需要确立明晰的指导原则。

（１）明晰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一个国家即使有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贡献

力量，但若其不具有独立的主权，则其所有行动也都需要由其他的行为体来决定从而很难达成这

一意愿。因为国家的主权是国家贡献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前提。（２）在国家存在和

运行的过程中，推进国内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是两个同时需要考虑的面向。尽管世界上并不缺

乏那些主要考虑自我存在、自我发展的小国寡民的治理思想，但越大的国家越需要全局性地思考

世界问题，并考虑世界格局给本国治理带来的影响，以及本国秩序与行动对全球发展的意义。在

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人员往来高度密切的时代，任何国家都很难独立发展。在推进

本国治理提升和完善的过程中，不应当也不可能忽略参与全球治理和贡献世界秩序。虽然从逻

辑上讲必须充分保障国家的存续，但是在大多数日常治理过程中国家并不面临着存续的挑战。

故而，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这两个目标，是政府有能力同时予以考虑并承担的。（３）涉外法治的

国家范式和全球范式在效果上具有双向影响。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能服务于世界秩序，而且

能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致力于本国利益的工作规划与工作进程，在有些

情况下也同样能贡献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４）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进行不同目标

之间的顺位安排。尽管在极端情况下国家会毫不犹豫地保证自身的存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需要兼顾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两个目标。我国的集体主义理念尤其是忠义、诚信价值观的塑造

使得我国更倾向于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我国的义利观是指导我国在涉外法治中协调本国目标

与全球目标之间的指导方针。义利观对法治观、全球治理观（尤其是其中的共享观念）的塑造具

有影响意义。法治领域的“义”就是法律所要实现的公平正义，即通过公平合理的良法促进善治，

塑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法治领域的“利”就是以法律规范的确定和实施来划分权利义务边界、确

定行为方式，以法律规范的运行和遵守来有效维护国民和国家的重大、核心、正当、合法利益。在

全球治理中，既要维护国家和国民的重大根本利益，反对见利忘义；也要反对以利害义，主张义利

并举互构。① 在涉外法治的框架下，义利观意味着，我国会优先考虑国际行动的社会意义，着眼

于更高、更长远的目标，而不是仅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在作为一个

不发达国家的时候就积极向外援助，也可以理解当今的我国为什么会在诸多国际事务中贡献自

己的力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为基础，我国在国际参与程度、国际事务贡献程度方

面的贡献意愿非常强烈，做出的努力也非常突出；在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多边主义法治发展的时

候，我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大国的身份参与和推动国际

秩序的持续良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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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外法治工作范围中的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

我国将涉外法治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

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① 由此可以理解，涉外法治是涉外事务的法治化，是国家

法治的对外部分，是国内法治的对外延伸，是涉外法规范水平提升（构建涉外良法）和涉外法应用

机制完善（塑造涉外善治）的结合。作为一个体系和进程，涉外法治要求在涉外工作中确立并实

施明确的实体法律标准、形成并坚持妥当的法律程序。它既有着明晰国家治理起点的工作面向，

也有着明确参与国际法治的工作面向———“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

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②

（一）涉外法治工作范围的国家范式

涉外法治在工作范围中的国家范式体现为，涉外法治以国家需求作为动力，以国家利益作为

导向，以国家行动作为内容，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③ 基于国家范式，涉外法治主要包含以下几

个方面的作业机制：

第一，本国法的域外适用和实施。④ 针对那些本质上属于私人事务却涉及国家关切和利益

的领域，本国的法律可以在域外发挥效力。⑤ 本国法的域外适用有消极被动适用与积极主动适

用两种情形。消极被动适用，是指外国法院或其他司法机构、准司法机构通过冲突规范的指引，

将一国的法律作为解决民商事法律纠纷的准据法予以适用。这种情况与当事方的选择以及法律

关系的连接点密切关联，是一国法律发挥效力的重要途径。积极主动适用，是指一国法律的域外

适用直接体现为该国自身的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在涉外事务中适用本国法律解决相关问题的方

式。《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就是我国积极主动地适用本国法律开展涉外法治工作的例证。

第二，本国法国际效力的确保。在直接与外国相关、与国际公共事务相关的事项领域，在不

违背国家的国际法义务前提之下，应确保本国立法对于国际社会的各种主体和行动发生效力。

这种规则主要出现在边境制度中，如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划定，本国航空空间、禁飞

区的划定，本国的外资准入，等等。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立法实践是国际法的一部分。⑥ 在属于

国际公法的事项领域，如一国关于海洋划界的规范对于任何国家的船舶和飞行器都有约束力。

类似地，一国关于设置禁飞区的公告也具有全球影响。而在反垄断、商业行为合规领域，一国的

法律同样对外国的企业法人、自然人具有约束力。

第三，国际法和外国法域内适用的规范和管控。在内国法具有域外实施的可能性的同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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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参见肖永平、焦小丁：《从司法视角看中国法域外适用体系的构建》，《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参见韩立余：《涉外关系治理的法律化与中国涉外法律实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有学者提出，国家并非终极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人。不过国家视野中的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人民的整体

所形成的“公意”。Ｓｅｅ　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Ｒｕ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３０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１５－

３０（２００６）．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Ｏｒａｋｈｅｌａｓｈｖｉｌｉ，Ａｋｅｈｕｒｓ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８ｔｈ　ｅｄ．，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９，ｐｐ．３６－４０．



际法、外国法也会向内国延伸。国际法在内国适用一般都有较为明晰的标准和尺度，出现的纷争

不会很尖锐。① 而国家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往往会积极主张其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的域

外效力。此时就需要关注比例原则，注重力量之间的平衡，特别是用司法作为实现正义的最后屏

障，避免行政权力的过度使用。② 尤其要求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有效甄别，确保外国法在本国的

适用不至于伤害本国的关键利益，包括避免给本国自然人和法人造成不当损害。《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外国制裁法》及《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即属这一领域的立法工作。

（二）涉外法治工作范围的全球范式

涉外法治工作范围中的全球范式体现为，涉外法治有着大量本国参与全球事务法律治理的

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重申“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就是在为我国以法治的方式在各

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知识准备、学术准备、理论准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议布置了几项工作：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深化司法领域国际

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

逃、遣返引渡力度；积极参与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

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③ 这些工作布置固然旨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但与此同时也致力于保护外国

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并且通过建构起我国自身的良好法治秩序而提升全球的治理水

平，通过自身的法治工作，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会形成对于世界秩序的宏观构

想，并试图影响国际社会的治理进程。作为国际关系的原初行为体、主要行为体、基本行为体，国

家可以带动国际社会形成全球磋商机制，也可以参与区域、全球组织机构，对全球事务进行筹划

和推进。④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既可能以温和接纳的态度投入国际法规范的确立和运行之中，也

可能采取主动筹划、积极引领的态度推进国际法的形成、监督和实施，即从双边或者多边的立场

入手，确立国际法规范，并积极推进这些规范的良好运行。全球治理需要一种为全球秩序的构建

和维护提供内涵平等协商、公众参与、合作研讨、反馈试错等机制在内的网状治理框架而非取决

于垂直的“命令－服从”式结构。⑤ 全球治理应具有多边性、多元性，能突出治理参与者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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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Ｍａｇｕｒｅａｎ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ｕ　Ｆｌｏｒ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４（２）ＡＧＯＲ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３７－３４４（２０１０）．

Ｓｅｅ　ＡｎｄｒéＮｏｌｌｋａｅｍｐ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ｐｐ．６－９．
在此基础上，《法治中国建设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提出：“要加强多双边法治对话，推进对外法治交流。深

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机制，推进引渡、遣返犯罪嫌疑人和被判刑人移管等司法协助领域国

际合作。积极参与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

织犯罪。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逃追赃、遣返引渡力度”。《法治中国建设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人民日

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

参见黄仁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

参见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性、主动性、主导性，治理的参与者和治理的依据均能体现出较大的灵活性。① 国际法治是全球
治理的主要支柱之一。② 关于国际法治思想观念的研讨，国际学术界已经进行至少四分之三个
世纪，③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也已经超过２０年。④ 其中，不仅有大量的学术研究著述探讨国际法治
的内涵、外延和标准，而且有很多关于海洋、经济、贸易、投资、税收、知识产权、反恐、追逃追赃、体
育等具体领域国际法治境况的分析和解读。在实践中，我国政府也对国际法治进行了阐述，⑤揭
示了国际法治的基本规律和宏观尺度。⑥ 在外部因素方面，一些学者对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
关系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讨。⑦ 考察和检视国际法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主张不难发现，究竟应
如何归纳和阐释国际法治的理念与国家立场行动的关系是一个在实践分析和理论探讨上都绕不

过去的问题。⑧ 而如何准确定位国家与国际法治的静态与动态互构，迄今尚无系统、透彻、具有
说服力的判断。涉外法治的提出从开放发展的角度为我们思考国际法治与国家立场的关系提供
了启发，使我们有机会抓住国家起点这一纽结，观察和分析全球治理建设的体系与格局问题。⑨

由此可见，涉外法治的工作理念、行动方式和运行目标是全球治理的健康有效组成部分，为全球
秩序的构建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10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者，国家存在为共同的威胁或利益而互助合作的动机。国际关系的历史
也表明，在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环境保护、经济贸易、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

只有进行充分的合作，才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达到服务国家、社会与人民发展的目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我国对当下国际社会或国际关系的最新概括，也隐含着我国政府对全球
治理和国际法治走向的判断；�11富有时代精神和人类情怀，�12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我国从被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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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参见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朱旭：《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

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参见赵骏：《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Ｓｅｅ　Ｊ．Ｌ．Ｂｒｉｅｒｌｙ，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７Ｎｏｒｄｉｓｋ　Ｔｉｄｓｓｋｒｉｆ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ｔ，３－

１７（１９３６）；Ｇｅｏｒｇ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５６（１９３９）．
很多法理学研究者从全球化与法治发展的角度注意到了法治的国际延伸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全

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主动适应，积极参与，有所防范”。张文显：《新世纪法理学的新视野》，《现代法

学》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有国际法学者对国际法治进行了系统论述。参见车丕照：《国际法治初探》，载高鸿钧主编：《清华

法治论衡》（第１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２～１３４页；邵沙平、赵劲松：《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治的冲击和

影响》，《法学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参见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４日；刘振民：《建设国际法

治的基础》，《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日。

参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

参见赵骏：《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互动及启示》，《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３日。

参见刘志云：《论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王俊峰：《加强涉外法治工作 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司法》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参见何志鹏：《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载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办：《武大国际法评论》（第１４卷第２期），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７６～３０３页；赵骏：《国际法的守正与创新———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范需求为视

角》，《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参见车丕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学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李寿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法治变革：逻辑证成与现实路径》，《法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随、消极接受国际法规范向积极促进国际法治的演进。① 由此，全球治理的高层次规划是在国家

的涉外法治各项工作的支撑进程中逐渐完善的。

（三）基于涉外法治促动全球治理改善的工作模式

国家的法治努力是国际关系法治化的根本动力。从静态结构上看，国际社会并不外在于国

家而独立存在，国际法治也无法脱离国家而自主运行。没有国家就没有国际社会，没有国家的法

治努力就不会有国际法治的架构与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国家涉外事务法治进程中的观念

塑造、议程规划、工作实施都会成为国际法治的组成部分，构成国际法治的国家起点。正因为国

际法治比国内法治具有更大的相对性和弹性，②国家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利益需求去解释国际

法，③所以国家在塑造国际法治的体系和进程中拥有更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④ 国家可以贡献自

己的智慧，提升国际法律规范的公平合理性，促动国际法机制迈向文明进步，推进健康的国际法

治更加广泛和全面地进入到现实中来。⑤ 虽然国际法肇端于国家之间的行动，在交往习惯的基

础上一点点积累朴素而初级的规范和制度；但是国际法如何健康有效地维护各国的基本权益，如

何促进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价值目标，并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进程。

１．引领理念。由国家的利他思想而推进的国际法治理念和进程能形成全球治理的高层次

状态。此种全球治理会更有利于实现多边主义，⑥能有效地遏制某些国家的自利行为，更能呈现

出国际社会统一步调、共同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信心、决心和能力。全球秩序发展的历史表

明，国家的涉外法律行动为国际法治提出指导性的思想。全球秩序的理念并不先验地存在，也不

可能自动萌生和传播。世界秩序的发展思路往往是由思想家和行动者提供和践行的。只有国家

的思想家、行动者才能为世界秩序的未来提供发展思路。例如，荷兰国际法学者宾刻舒克在荷兰

法律实践的立场上关注国际法问题，甚至催生了国际法的民族主义学派。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法国、英国的政治家从本国观念出发，提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构想，促进了英法和解，推动

了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建立。欧洲联盟对国际经济和国际法治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⑧ 我

国在２０世纪后半叶提出的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２１世纪初提出的和谐世

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和原则，既点明了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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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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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鸿刚：《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时代的机遇与方向》，《外交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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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７７（２０１６）．
国际法规范不确定、不清晰、不准确、不具有终局性，与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品格有着较大差异，因此解

释规则在国际法操作中具有重要意义。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Ｏｒａｋｈｅｌａｓｈｖｉｌｉ，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２８５－２９９．

Ｓｅｅ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Ｋｅｉｔｈ，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２８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４０３－４１８
（２０１５）．

Ｓｅｅ　Ｓｈａｎｅ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４４Ｌａ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９５７－９８６（２０１９）．
参见陈志瑞、吴琳：《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多边主义转向》，《外交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程亚文：《中国多

边主义的历史演进与叙事重构》，《外交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Ｓｅ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ｅｄ．，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５４，ｐｐ．１４３－１４４．
参见谢琼、刘衡：《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基于联合国“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探析》，《欧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



出了构建全球和平、安全、繁荣、发展的基本思路，促进了国际社会法治理念的跃升。

２．确立制度。全球治理是基于国际法的治理。国际法制度是由一些国家倡导、另一些国家

响应，一步步添砖加瓦、逐渐形成的。在国际法的发展中，积累实践、确立习惯规则，筹划会议、形

成条约文本，均以国家的行动作为起点。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俄国倡导并召集各国召开两次

海牙和平会议。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吁和促动之下，国际社会积极谈判，缔结了１９８２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进入２１世纪之后，我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法制度建构的工作，推进了气候变化

方面《巴黎协定》的进程，并且引领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
（以下简称上合组织）的制度塑造。① 从国际法治倡导者的角度来看，有些时候，某些个人也可能

会大力推动某些方面和领域的国际法议题，使之在国际社会受到关注和讨论，并最终成为国际法

的一个方面。例如，１９世纪中叶瑞士商人亨利·杜楠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视角看到了战争的残

酷，倡导战场上的救护行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瑞士政府认可并支持亨利·杜楠的请求，动员各国

商定并通过保护战时伤者病者的《日内瓦公约》，推动了国际武装冲突法中一系列保护原则的

形成。②

３．完善标准。国际社会主体的权利界限、行动规范是在国家的主张和行动中一点点积累起

来的。当荷兰作为新兴国家发展对外贸易之时，格劳秀斯为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洋的垄断

而确立了“海洋自由”的原则。③２０世纪中叶以后，国际法从完全不干涉内政向推动国际社会共

同关注人权努力，这与美、中、英等国家的实践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这一系列里程碑性的事件和文件就不可能形成，国际社会走向法治化的重

要步伐就不可能迈开。我国在武力使用、人权保护、气候变化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完善，

为形成一套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国际法律评判标准贡献力量。２１世纪２０年代伊始，很多国家

启动逆全球化的措施，国际法治面临危局。④ 我国树立了超越片面的利益计算的思维，积极推动
“互利共赢”国际法治新标准的确立。我国为国际法治的发展完善所做出的贡献会铭刻在世界秩

序改进的丰碑之上。⑤

４．建设机构。国际组织虽然一般不能自行引领国际社会缔造公正合理的法治体系，但是在

国家的促动下，仍然能够为国家主张和话语提供论坛和平台，起到无政府的国际社会无法发挥的

作用。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人积极倡导创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国际组织，在实践中召集主要国家认真研讨、制定《联合国宪章》，建立联合国。在这一过程

中，各国致力于体现公平正义思想、国家主权和保护人权思想、国际法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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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伊然：《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许涛：《论上海合作组

织的机制化》，《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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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宏：《处于十字路口的国际法：国际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国际贸易》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参见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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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① 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发声的平台和行动的核心，为

国际法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② 同样地，正是在航海大国的推动之下，国际社会才建立了国际海

事组织。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带动世界各国建立起一系列的国际经济体制，特别是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③ 随着我国在国际社会议题设置能力

的提升，促进国际组织机构的建设、改革、完善也必然成为我国涉外法治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

近年来，我国在争端解决方面为新设国际组织机构进行了很多努力，２０２０年成立的国际商事争

端预防与解决组织、２０２３年筹建的国际调解院就是典型的例证。虽然这些组织还远未成熟，但

以更符合国际社会现状的方式预防和解决国际争端，显然是使世界更加和谐的有效途径。

５．推进行动。国际法的国家间特质表明，国家的行动在国际法落实实施、发挥作用的发展

进步中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国家的响应和参与始终是国际法规范倡导、落地、践行的关键
方面。没有国家的参与，国际社会的议题就可能被束之高阁，无法进入国际法治的视域。当欧洲

各国召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时候，国际法治的一束光就开始投射到国际关系之中。在此后的

维也纳会议中，英、俄、普、奥四国通过《休蒙条约》建立欧洲协调机制，④不仅为保持欧洲和平塑

造了基本法律格局，而且为日后的国际组织发展发挥了先导作用。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
法等国引导国际舆论推动莱比锡审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中等反法西斯盟国推动纽

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使得国际法治的光辉一步步点亮国际事务的空间。从我国涉外法治的行动

看，“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必然提升国际社会的法治程度和发展水平，尤其是国家在涉外法治层

面的推动。

６．传递文化。每一个国家在法治领域的观念构想和规划实践都会积累经验教训，通过总结
提炼形成理念和原则，进而成为制度文化的一部分，在归纳整理之后被记载成为一个时代、一个

地域的历史记录，不仅用于本地域的传承和借鉴，而且通过跨国交流和分享来丰富全球的法治文

明。我国了解法治、认可法治、建设法治、推行法治的进程，不仅是理论研究者观察和分析的文化

现象，而且是后发国家法治发展的重要借鉴。我国在涉外法治领域的探索和尝试，尤其是在合作
与斗争、制度借鉴与规则创新、议题设计与议题参与等方面的发展演进，也必然成为我国法治文

化的重要方面。参与国际交流研讨，将法治实践中的成败得失作为一个观察与分析的客体，供全

球法治理论研讨和实践筹划进行参考和讨论，并且与各国的法治文化交叉融合，对世界法治文化

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理论与实践的素材。

从义利观的角度看，法治工作的方向、领域、事项需要考虑法律的社会功能。法律作为配置
利益、划定权利义务的尺度，为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设计和规则具有在规划利益、争取利益

的过程中实现正义的特质。鉴于利益和公正的互嵌，鼓励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的理念，通过司法

协助、法治合作等手段，在确立跨国行动接口、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筑牢国际公平正义的架

构，推进涉外民商事司法的公正标尺，在妥当裁判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过程中实现跨国民商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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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平正义；以妥善维护国家与人民的重大利益来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在公平正义

的秩序中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化解纠纷，就意味着要先维护国家
存续、安全、基本利益和民众切身利益问题，在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实现全球公平正义。

四、涉外法治工作目标上的国家范式与全球范式

“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这就意味着，从工作目标设计的维度分析，涉外法治既存在维护本
国国土安全、推进国家发展、保障人民利益的重要目标，也必然存在贡献全球治理、推进构建良好

的国际法治秩序的宗旨。二者同时存在、不可偏废、不可或缺。
（一）涉外法治以国家的存续安全和稳定为基础目标
涉外法治是涉外法律工作的一种模式。涉外法治一头联结着国内法治的体系与进程，另一

头联结着国际法治的体系与进程。自利不仅是个人也是国家的原始思维和本能反应，国家往往
会出于直觉而采取自利措施。这也有力地解释了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始终是无法去除的国际经
济贸易思想观念，以及为什么《联合国宪章》将国家的自卫视为天然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国家
设定各个领域涉外工作的目标，首先必然是为本国的利益服务的。我国的涉外法治也必须符合

而不能违背这个基本规律。涉外法治是我国作为开放大国建设国内法治的必然逻辑延伸，需要
为国家发展的整体工程而统筹兼顾。就我国而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些根
本性问题也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和全球治理结构中加以研究和解决”。② 涉外法治在以下两
个重要方面维护和拓展着国家的基本利益。

第一，基于国家安全与发展而推进本国法的域外适用。在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公民
和企业在国外从事经济、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医疗服务、体育、旅游等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密集、越
来越频繁，涉及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元。我国公民在海外的利益、关系和活动，有一部分要以所在

国的法律为衡量标准，有一部分则以我国的法律为前提基础。如何确认、划定和有效维护我国公
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利益，不仅涉及我国相关政府部门为这些公民和企业提供外国法律环境和法
律运行的基本信息，而且要求我国在法律规范的文本层面为我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在海外的有
效保护提供明晰的规定。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在法律的运行层面，使得那些可以保护我国公
民和企业海外利益的法律规则在海外有效地实施。例如，在涉及我国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经
济安全等方面，需要对位于我国地域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法律适用，以维护我国国
家、公民和企业的海外权益。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论是在军事、政治

上，还是在经济、法律上，我国都始终反对霸权主义。③ 霸权主义应当是所有国家都应当予以反
对、同时每一国家都应当自我克制的。这要求在维护本国利益之时应特别注意分寸和尺度，在实
体和程序上都尊重和照顾相关国家的根本立场、法律规范和核心利益，以总体上互利共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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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类似问题。这一点与有关国家的“长臂管辖”①存在着本质差异。我国法律的域外适用更注

重实体上的公正合理、程序上的温和协商，注重以正当程序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维护国际关

系的基本格局和通行准则。我国法律的域外适用不包含任何对外打击、对外扩张的意图。为有

效推动我国法律的域外适用、优化我国的海外法律服务，我国的外交、领事机构，以及具有相关职

能的非政府组织就需要充实相关人员，落实相关制度，为我国公民和企业的海外利益安全提供有
效的法律支持。

第二，确保国家的必要管辖。管辖权是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国高度重视的法治领

域。在国家对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本国公民和企业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活动，这样

就会产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关的法律关系。例如，本国的公民和企业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存在，

或本国公民或企业的财产处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抑或本国的合同关系或类似行为在其他国家或
地区产生法律效果。基于传统的法律习惯，每一个国家按照属地原则对本国领域内的人、物和事

进行管辖。这里所说的管辖，以对案件的司法管辖为核心，同时也包括立法管辖和执法管辖。这

种严格的属地管辖方式在国家之间设定了明确的划分界限，可以避免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然其缺点在于，在很多时候属地管辖不能很好地确保国家利益、公民利益，甚至不能确保案件公
正有效的解决。在此情况下，就出现了管辖权的扩张，产生了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甚至在某些

极端情况下提出了普遍管辖的观念，且积累了一些实践。② 但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管辖权之间

交错的状况，出现了针对同一个人、同一个物或同一个事件很多国家都主张管辖权的情况，即管

辖权冲突。③ 在一个运行良好的法治社会里，管辖权冲突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磋商与协调予以

解决，④但是某些国家也会单方面扩张自身的管辖权。既然国际法、外国法存在域内适用的可
能，那么防范外国管辖权的不当延伸就必然成为涉外法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外国的行

政机关应用该国法律对位于内国的公民和企业提出要求，或者外国司法机构援引该国或第三国

法律来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就为外国法律在内国的适用开辟了渠道。在按照必要和适度的原

则规划、设计和实施内国法的域外适用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和防范外国法律及相关行政管理措施
在内国的不正当适用。如果某一外国丝毫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主张、执意实施自身的管辖权，

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内国公私利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相关部门就需要采取有效的防范措

施，避免外国管辖权不断的不当扩张。在此种情形下，比较合适的做法是通过本国立法对外国的

不当管辖权扩张进行阻断，即用法治的方式、以公权力的高度来抵御外国公权力的不当延伸，由

此有力地保护本国的合法利益。

涉外法治拓展和延伸国内法治的两个方面对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不仅是维护国家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核心和关键，而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与法

治引领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

（二）国家推进涉外法治体现全球关切的理论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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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治的工作目标要求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保证了国家的社会性。国家参与国际

法规范的确立、修订和完善，即国家参与的国际法建制与改制行动，属于涉外法治全球性目标的

一部分。在当前这个全球深度复合依赖的世界，每一个国家想摆脱其他国家而自行发展是不可

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懂得“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基本规律，更应当从共商共建的角度

设计和发展共赢的局面；①更应当考虑构建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不应停留在追求相对收益的

狭隘观点上，把他国的发展进步、繁荣稳定看成是本国发展的阻碍和对手；更不宜把本国由于生

产方式、生产关系未能跟上时代发展潮流而导致的就业不足、经济乏力的状况归咎于其他国家。

对于当今世界而言，无论是采取以邻为壑的破坏式发展模式，还是采取损人利己的排挤式竞争方

式，都不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积极正向有效途径，采取这样的方式更有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在能力上具有多元的互补性，在需求上也存在着诸多可以

彼此契合的方面。参与全球、区域规则的制定和改进，是国家在国际层面维护国家利益、申述国

家关切的理性途径，是一国将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主张转化为国际制度的重要方式，也

是国家在国际事务和世界秩序领域展现本国话语、展示本国立场、表达本国声音、贡献本国力量

的重要方面。②

在法学领域，有些学者可能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也有些专家可能站在全球的立场上，主张推

进国际法治的发展。③ 国际法领域的早期学者，如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意大利的真提利斯、荷兰

的格劳秀斯，④都持有自然法思想。自然法的核心观点是，因天地之间有某些共通的规律，人类

社会也有通行的规则，故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存在一些自然的、普遍的规范。由此可见，国际法

的先行者经常以普遍适用、具有通行意义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规则。２０世纪以来，国际法呈现

了一些全球利益的考虑因素，如 “对国际社会整体义务”的理念，⑤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强行法

的产生和发展，⑥在环境、人权等领域出现了各国共同认可的人类行为标准。⑦ 由此，基于全球关

切的努力有助于推进健康公正的国际法治。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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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尽管经常被称为国际公法，但传统上往往也关注国家间的私法性问题，①多边条约也

经常具体化为双边契约和侵权关系而予以落实。②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操作能力的提

升，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已然凸显，国际法的真正公法性也逐渐凸显。例如，武力使用已经超越

国家自由意志和自治的范围，由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机制共同决定，全球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

权保护的实践，要求构建起良好的全球经济制度环境，减少各色各类的壁垒；由工业生产而导致

的全球生态、环境、资源问题，也只能在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公民共同意识和协同工作的前提下

才能得以解决。同样，在治理领域出现的风险也必须在全球协调合作的状态下进行有效应对。③

（三）涉外法治在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和全球进步愿景之间的平衡

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国家作为世界事务的主要行为体，经常被类比为个人而进行分析。故

而，个人的认知模式与行为模式经常被用来解释国家立场和国家行动。并且从行动方式看，国家
的立场、观点、措施也是由国家的代表者启动的。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自利均为其首要性质。④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持自利，又没有其他的制度和资源来保障和支持自身的利益，那么很可能遇

到生存危机。但国家又并非只具有自利的性质，在底层国际法治的基石上构建起更高水平的国

际法治规范形态与运作体系，需要国家在自利的行为动力之外、在国际交往之中发展出利他性。

这正如个人并不仅仅具有自利性，也具有利他性。⑤ 人不仅仅是进行计算的理性人，在很大程度

上也具有感性。幸而，在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相关规划者推进自利的思想观念之时，还有很多

政治家、思想家、智库不断发展利他的主张和理念，促进了国家的利他性，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指

引和高层次国际法治的构造动力。⑥

全球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以国家的独立自主为必要条件，然而国家的独立自主甚至富庶
强大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在涉外法治的国际参与层面，需要面对国际法的

二元结构，即国际法一方面要面对和处理国家之间尤其是政府之间的事务（政府间结构），另一方

面要面对和处理全球共同关切、人类共同风险（共同体结构）。⑦ 前者注重国家主权原则，将每个

国家看成一个独立的利益单元，认定国际关系体现着国家间的彼此竞争，存在着利益此消彼长的

零和博弈性质。此种国际法主要处理国家之间的彼此关系，划定国家权利义务的界限，避免国家

之间相互侵扰，维护国际秩序的基本和平、安宁、平衡，保持国际关系的低层法治。后者主要处理

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聚焦那些超出主权国家独立解决范围的事项，注重国际合作原则，强

调全球社会的协同攻关。此种国际法向国家提出劳工、环境、人权、资源与能源使用及减排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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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引国家的行为方式，特别鼓励国家之间的团结，确保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因此，国际法

中有一部分以国家自身的利益为目标，另外一部分则以全球共同的利益为尺度。全球治理不能

满足于国家自利导向的均衡，否则就等于拒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成长，任由国际关系停留在

幼年状态，罔顾国际法的不成熟状态。国家的自利动机所构建的国际法与利他主义所推动的国

际法，共同构成国际法的不同部门，也塑造了当代国际法的二元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法既然是不同国家在自身的立场和利益观念的推进下经过长期、复杂、

反复的博弈而形成的，就必然呈现出不成体系的状况，也必然存在着与公平正义存在偏差的可

能。① 有学者认为，所有的国际法都必然体现着公平和正义；一项规则只要被称为是国际法，就

是应当参照的权利义务界分或者行为规范；需要以实证主义的观念分析如何解释实施，特别是在

思想观念上积极认可、妥当遵从。② 这种立场看似有一种尊重和遵从国际法的积极心态，实质上

却存在着诸多风险。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充分参与或考量过相关的国际法规范就贸然地予以

接受，甚至一味地以一种积极配合的态度去遵从，那么很有可能是鲁莽和盲从的，容易对这个国

家的关键利益带来负面的影响。③ 对于国际法治而言，在没有类似世界政府的机构和力量提供

超越国家的工作动能之前，只有各国都努力为本国利益争取更有利的规范，才能取得较为平衡的

博弈格局，才能建立起较为稳定的法律机制，也才能保证此种机制的持续发展，这是一个认可约

束条件的次优结果。

从国际法的政府间结构观察，每一个国家所感兴趣和积极参与国际法治的领域必然以其关

注的涉外事务法治进程为起点和终点，而不能苛求它全面均匀地在国际法治的各个领域都付出

同样的精力。在国际关系长期的博弈和磨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国家之间利益的基本边界共识。

具体而言，实现本国的利益以不至于实质性影响他国利益为限。如果一个国家超越了这个基本

界限，那么就可能会背上损人利己、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不良声誉。某些大国对我国进行经济

贸易上的打压，以各种方式削弱我国企业的竞争力，遏制我国产品的市场地位，就违背了国际社

会公认的交往准则。这种霸凌行为不仅受到了我国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多

抵制和负面评价。我国需要在道义上、法律上为维护我国合法权益而进行斗争。其中最为适当、

最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方式就是法治途径。如果在国际关系中能够确立良好的法律制

度、清晰明确地解读制度、有效地遵行制度，那么说明相关国家行为的错误、违法性质，会让这些

国家的不良行为与动机充分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给相关国家带来道德和舆论上的压力，这就有

利于我国的国家与人民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

从国际法的共同体结构分析，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微妙的状态：既没有一个超越主权国家

的世界机制能够规制国家的行动，并且为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提供保障；也没有混乱到任由国家任

性胡为、完全陷入世界无序的程度。每一个国家生存和交往于国际社会之中都遵循着一定的原

则和规则。④ 并且，国家在国际社会进行生存探索、彼此磨合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彼此借鉴，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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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知识、沉淀文化。总体看来，国际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坏，也不是往复循环，而是在人类智慧积

累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提升，国际社会的总体格局在变好。① 因为国家主要是由优秀的人组成

的政府进行治理的，所以有能力迅速地进行学习并改进自身的发展策略，处理国家之间事务的能

力越来越强，质量也变得越来越高。此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法规则越来越广泛和多样化，国

际法机制日益周密、健全。

根据涉外法治工作目标的义利关系可知，无论是本国的立法、执法、司法，还是参与国际协商

谈判，以及参与国际组织机构的会议研讨、议案表决，都要明晰义与利相互联系、彼此交织的特

征，不片面地将义与利割裂开来，在涉外法治的工作中均衡地实现利益与公平正义。要通过建设

公正合理的法治环境推动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替换和升级原有的不够公正合理的国际

秩序。

五、结　论

涉外法治的理念倡导、推进方式、作业目标、工作原则既是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

球治理、国际法治的中国立场和行动。我国提出建设涉外法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

目标，是一个以国家为起点、以全球共同努力为目标的认知模式和作业模式。这种认知模式和作

业模式有着坚实而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此同时，也符合现代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个大前提、大

环境。以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基础，国家的涉外法治有资格以本国的独立发展为基础，成为

全球治理的启动力量。尽管人类在国家共存、全球永续的维度上摸索法律秩序的努力已进行数

个世纪，但国际社会仍处于主权国家林立的境况之中，国际关系尚未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

代性范畴，国际法治也还处于初级的探讨和摸索阶段。即使未来国际法治日益成熟，基于国际社

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际法作为约定法、平位法、软法的存在，国际法治也势必是一个与国内法

治有着显著区别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基于自身意志与利益的考量而进行的涉外法治实

践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从自身职权出发而进行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是全球治理的关键

推动，是国际协商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的自利动机和利他主义在国际社会法治化的进程中交叉显现，但在逻辑上存在先后关

系。只有保证了国家的基本生存与安全，国家才有为世界的共同事务、共同未来思考和实践的可

能。历史上，很多大国都首先从自身的独立与发展出发，继而为国际合作与安全着想，为全球治

理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全球治理的标准和状态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国家的自利动机和利他

主义分别构筑了国际法治的低层级架构和高层级状态。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为全球治理构建起低层级架构。低层级架构的全球治理是初级性的、碎片化的、分散性的，维护

着国家的基本生存和安全需求，是国际秩序的基本系统要求，是国际法治的底线。国家发展过程

中的利他主义思想将进一步提升国际社会规范与体系的公共性，建设起全球治理的高层级状态，

通过建立健全国际法的规范体系、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作出努力。高层级状态的全球治理促进着人类的共同福祉与关切，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和谐与

顺畅，是国际法治的高标。全球治理的任何一个层次都与国家的倡导和行动息息相关，没有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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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就无法成形、呈现。在２１世纪的新时代，作为走向全球性负责任的大

国，我国一方面坚决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

际秩序总纲领，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基本准则，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上合组织、亚投行等组织机构建设，以亲诚惠容的周

边关系立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提高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推进全球治理不断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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